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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国际政治经济学是时代的产物，其发展演进离

不开国际社会所处的时代背景。 在新的历史时代，中国已深度融入国际政治经济体

系，成为国际体系演进最重要的变量之一。 随着国际力量对比、经济全球化和中国与

世界关系的持续深刻调整，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和发展拥有了新的现实基础。 基

于中国与世界的现实变化以及学界对国际关系“中国学派”的长期探讨，新时代中国

国际政治经济学必须挖掘中国经验的理论价值，立足中国视角、中国理念和中国案例

推动学术进步和学科发展，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丰富和发展做出中国贡献。 在理

论创新上，如何在中国迈向“强起来”的过程中处理好中美大国关系、如何在声势浩大

的逆全球化潮流中坚定不移地推进高水平开放、如何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变革中重新

定位国家与市场关系，都是当前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者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 尤其是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实施，为中国学者思考守成国与崛起国关系、国家对外经济

政策取向、国家与市场角色等基本问题，为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提供了丰富

的实践资源和动力源泉。 总之，新时代是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新起点，也为构

建中国特色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提供了新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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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国际政治经济学（ ＩＰＥ）是时代的产物，其发展演进离不开国

际社会所处的时代背景。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争与和平问题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

注。 以 １９１９ 年英国威尔士大学设立国际关系学系为标志，国际关系作为一个独立学

科正式诞生，并将战争与和平作为关注的核心问题。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后期，国际经济

体系开始进入新的深刻调整期。 进入 ７０ 年代，随着主要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博弈日益

加剧，一系列新的问题与现象不断涌现。 在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关系上，美国、日本和西

欧的实力对比发生深刻改变。 日本经济迅速崛起，欧共体因英国、丹麦和爱尔兰加盟

实力大增。 而深陷越南战争的美国相对实力大幅下降，经济深受通货膨胀困扰，美元

危机频发，并由此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 在东西方关系上，以美国为首的北大

西洋公约组织（ＮＡＴＯ）同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组织的关系进入缓和时期，世界大战

爆发的可能性大幅下降。 在南北关系上，１９７３ 年和 １９７８ 年两次石油危机使人们对一

些拥有战略资源的小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与作用有了全新的认识。 两次石油危机

给发达国家工业生产造成巨大冲击，成为引发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中期和 ８０ 年代初发达

国家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这些新的形势下，越来越多的西方国际关系学者不

再局限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讨论，而是将政治与经济结合起来思考国际关系，出版了

许多奠基性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论著。① 作为国际关系学的分支，国际政治经济学逐步

成长为一个独立学科。 相对于西方国家而言，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科起步较晚。 新中国

国际关系学科的确立可以追溯到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相继成立的第一批国际关系教学培

训和研究机构。② 但相比国际关系学科，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的起步与发展却

几乎与西方处于同一时期。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以及国内政治经济体制同样经历了深刻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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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５ 年，外交部成立专门培养外交外事人才的外交学院。 １９５６ 年，经国务院批准，新中国第一所专门从

事国际问题研究的机构———中国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成立。



整。 １９７１ 年 １０ 月，联合国通过第 ２７５８ 号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

席位。 １９７２ 年 ２ 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应邀访华，并在访问结束之日中美签署《中华人

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 （上海公报）。 １９７２ 年 ９ 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

（Ｔａｎａｋａ Ｋａｋｕｅｉ）应邀访华，并在访问结束前夕两国政府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

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１９７８ 年 ８ 月，两国代表在北京签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和平友好条约》。 １９７８ 年 １２ 月，中美两国发表《中华人民

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并于次年 １ 月 １ 日正式建

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同美日等主要发达国家关系的根本性改善为中国对外经济关

系的发展创造了机遇。 １９７８ 年 １２ 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把党和国家

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推动中国对外经济

关系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由此更加关注经济问题，并且随着

一大批外国国际政治经济学论著被译介到国内，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科意识不

断增强。 但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发展总体仍处于萌芽阶

段。 冷战结束后，东西方市场逐步融合为一个整体，国际社会由此进入真正意义上

的经济全球化时代。 经济上快速增长的中国，开启了深度融入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

进程，中国学界也随之开启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本土化探索。 但截至 ２０ 世纪末，与

西方学界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建构上颇有建树不同，中国学界更注重对冷战后国

际政治经济关系、中国与外部世界的政治经济联系以及如何构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

序等现实问题的思索。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中国与世界市场开始进入制

度化的深度接轨阶段。 得益于半个世纪国际关系学科的探索和发展以及中国加入

ＷＴＯ 后与世界市场联系的日益密切，２１ 世纪初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开始步入专业化

的快速发展时期。①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主要发达经济体经济遭受重创，中国在

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加速提升。 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界开始加大对中国

的关注，并出现了一些专注于中国议题的研究项目和规划。 但是，现有的西方国际政

治经济学理论并没有很好地解释中国经济实力的快速提升，更不能为中国对世界政治

经济体系带来何种影响提供令人信服的判断和预测。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和 １０ 月，中国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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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参见钟飞腾、门洪华：《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的发展历程》，载《教学

与研究》，２０１０ 年第 ６ 期，第 ８５—９３ 页；李巍：《ＩＰＥ 在中国的发展与现状评估》，载《国际政治科学》，２０１２ 年第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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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载《国际政治科学》，２０１４ 年第 ４ 期，第 １１１—１４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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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习近平在访问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时，分别提出国际社会共建“丝绸之路经

济带”和“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一带一路”）倡议。① 作为一个全新的国

际合作倡议，共建“一带一路”涉及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许多核心问题。 西方国际

政治经济学理论界在探讨和分析这些问题时再次陷入困境，迫切希望聆听中国国际政

治经济学界的声音。 如今，国际社会共建“一带一路”正步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同
时中国对外开放也步入更高水平发展的新阶段。 随之而来的中国发展新实践为新时

代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尽管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和投身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但对于什么是国际政治经

济学还存在不同的认识。 在较早呼吁国际问题研究者探求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之间

关联性的英国学者苏珊·斯特兰奇（Ｓｕｓａｎ Ｓｔｒａｎｇｅ）看来，作为一门学科，国际政治经

济学研究的是影响全球生产、交换和分配体系及其所反映的价值观念体系的社会、政
治和经济安排。② 从这一意义上讲，国际政治经济学是国际政治学与国际经济学的中

庸之学。③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后，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深入和学科属性的增强，
这种关联性逐步拓展为政治与经济、国内要素与国际要素、国家和社会的相互关系。④

这些多样性的关联决定了国际政治经济学是一个多维度概念，并首先体现在研究对象

的多元上。 为了尽可能避免仅从研究对象来界定国际政治经济学给人们理解这一术

语造成的困扰，美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家彼得·卡赞斯坦（Ｐｅｔｅｒ Ｊ． Ｋａｔｚｅｎｓｔｅｉｎ）、罗伯

特·基欧汉（Ｒｏｂｅｒｔ Ｏ． Ｋｅｏｈａｎｅ）和斯蒂芬·克拉斯纳（Ｓｔｅｐｈｅｎ Ｄ． Ｋｒａｓｎｅｒ）曾尝试对

其不同含义进行区分。 他们用“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来指现实世界中的政

治与经济联系，用“ＩＰＥ”指 １９７１ 年以来由《国际组织》杂志主导发展形成的国际政治

经济学分支学科。⑤ 随着 ２１ 世纪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学学术群体的发展壮大，一大批

以“国际政治经济学”为主题的论著相继面世，再次让人们对这一术语产生了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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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国际政治经济学已成为越来越多的国际问题研究学者认可的学

科，但其兼蓄并容的交叉学科特点也在很大程度上饱受学界诟病。 因此，厘清学界经

常使用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这一术语变得尤为重要。

作为一门发展迅速的国际问题研究新兴学科，国际政治经济学早已突破了学科本

源上的政治与经济联系，也不再是一些涉猎经济学的国际关系研究者的“自留地”。

在借鉴其他学科理论、方法和思想的基础上，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和领域不断

丰富和拓展，越来越多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论著已难以归类为传统的国际关系学研

究。 综合学科本源及发展演进，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内涵和外延可以从三个角度加以理

解：一是作为一种研究视角的国际政治经济学。 它既考虑政治因素，也考虑经济因素，

是一种将两者综合起来加以考虑的研究视角。 二是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国际政治经

济学。 它通常借助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并在因果分析中将政治变量和经济变量放在一

起探讨。 这为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从事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开辟了广阔的空间。 三

是作为一种学术理论的国际政治经济学。 它是一种将国际层次上国家与市场关系作

为核心问题加以思考的国际关系理论流派。 这是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属性的根本体

现，也是与其他学科相区别的判断标准。① 这三个角度为理解当今时代的国际政治经

济学发展提供了思路和线索。 在吸收一些长期致力于推动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学术

进步的资深学者和热衷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青年才俊们的有益意见和建议的基

础上，本文将对新时代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议程展开讨论。②

二　 新时代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的现实基础

在新的历史时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长期以来所立足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与各

国国内政治经济环境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贸易、投资、金融、货币和能源等议题领域的

联动关系持续加强，单元与体系的关系也呈现出新的变化。 这构成了新时代中国国际

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现实基础。 从国际上看，当今世界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正在进行

深刻调整和变革，各种力量之间的互动关系也因此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特征和变化；

从国内来看，中国发展已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在此

过程中，一些新事物、新情况和新问题不断涌现，推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发展演进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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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变量此消彼长，并给国际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

（一）国际力量对比进入新时代

在百年大变局中，最为关键的变量是世界上主要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而经济实

力是衡量国家力量最综合也是最常用的指标。① 冷战后，由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

的群体性崛起，国际力量对比朝着相对均衡的方向发展。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世

界经济遭受巨大冲击。 在危机后，主要国家经济表现出现分化，一些国家经济增长的

低迷状况长期得不到根本性改善，以经济实力为代表的国家间力量对比呈现新的趋

势。 ２０２０ 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扩散蔓延，世界经济再次面临巨大冲击，加速了国

际力量对比变化。 总体来看，近年来国际力量对比变化趋势主要呈现以下两个特点。

第一，冷战后世界经济中的赶超进程仍在继续。 从不同国家群体来看，新兴市场

和发展中经济体对发达经济体的赶超仍在继续。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ＩＭＦ）数据显示，

按购买力平价（ＰＰＰ）换算，２００８ 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总量已超过发达

经济体，２０１９ 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总量占全球的比例为 ５９．７％，较 １９９２

年增加了 １７．４ 个百分点（见图 １）。 按市场汇率换算，２０１９ 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

体的经济总量占全球的比例为 ４０．２％，较 １９９２ 年增加了 ２３．８ 个百分点。 根据 ＩＭＦ 预

测，未来五年，全球经济中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同发达经济体还将继续呈现“双

速增长”态势。 这意味着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还将进一步

提升，世界经济格局因此仍处于深刻调整变化进程。 从不同区域来看，亚洲地区经济

对欧美地区的赶超仍在继续。 ＩＭＦ 数据显示，２０１９ 年亚洲经济体按购买力平价换算

的经济总量占全球的比例为 ４９．５％，较 １９９２ 年增加了 １８．９ 个百分点；按市场汇率换算

的经济总量占全球的比例为 ３７．８％。 亚洲经济长期的良好表现正在改变全球地缘政

治经济格局，“亚洲世纪”也因此成为学界热议的话题。② 从主要国家来看，中国经济

对美国的赶超仍在继续。 ＩＭＦ 数据显示，２０１４ 年中国按购买力平价换算的经济总量

已超过美国，并在 ２０１９ 年达到美国的 １．２７ 倍（见图 １）；２０１０ 年中国按市场汇率的经

济总量达到６．０６６万亿美元，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２０１９ 年达到美国的

６６．０％。③尽管遭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中国经济增速出现下滑，但仍拉大了与美国经

济增速之间的差距。 根据 ＩＭＦ 估计数据，２０２０ 年中国经济增速比美国约高 ９．０ 个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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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宇燕：《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载《国际经济评论》，２０１９ 年第 ５ 期，第 １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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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点，增速差距较 ２０１９ 年扩大了 ５．２ 个百分点。① 中美力量对比仍朝着更加有利于中

国的方向发展。

图 １　 冷战后主要国家（群体）和地区的经济追赶进程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ＩＭＦ 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数据计算，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ｉｍｆ．ｏｒｇ ／
ｅｎ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ＷＥＯ ／ Ｉｓｓｕｅｓ ／ ２０２０ ／ ０４ ／ １４ ／ ｗｅｏ－ａｐｒｉｌ－２０２０，访问时间：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２８ 日。

注：２０２０ 年和 ２０２１ 年数据为预测值，经济总量按购买力平价换算。

第二，不同国家群体内部的经济实力分化加大。 在发达经济体内部，美国同其他

主要发达经济体、主要发达经济体同其他发达经济体之间的经济实力对比的分化趋势

仍在持续。 ＩＭＦ 数据显示，２０１９ 年美国按购买力平价换算的经济总量占发达经济体

的比例为 ３７．４％，较 １９９２ 年上升 ３．３ 个百分点；但同期除美国之外的其他七国集团

（Ｇ７）成员国按购买力平价换算的经济总量占发达经济体的比例为 ３６．２％，较 １９９２ 年

下降 ９．０ 个百分点。 在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内部，中国同其他主要新兴市场与发

展中经济体、主要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同其他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的经

济实力对比分化趋势同样在持续。 ＩＭＦ 数据显示，２０１９ 年中国按购买力平价换算的

经济总量占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的比例为 ３２．２％，较 １９９２ 年上升 ２１．７ 个百分点；

但同期除中国之外的其他金砖国家（ＢＲＩＣＳ）成员国按购买力平价换算的经济总量占

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的比例为 ２３．３％，较 １９９２ 年下降 ６．４ 个百分点（见图 ２）。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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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作为全球前两大经济体的美国与中国同第三大经济体日本之间的经济实力差距逐

步加大。 ＩＭＦ 数据显示，２０１９ 年美国与中国按购买力平价换算的经济总量分别为日

本的 ３．７５ 倍和 ４．７８ 倍，分别较 １９９２ 年增加了 １．２２ 倍和 ４．７１ 倍。 在可预见的未来，各

种力量分化趋势还将延续，中美俄欧日印等主要国际力量之间的调整、分化和组合将

因此呈现出新的动向。

图 ２　 冷战后主要国家（群体）之间的经济走势分化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ＩＭＦ 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数据计算，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ｍｆ．
ｏｒｇ ／ ｅｎ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ＷＥＯ ／ Ｉｓｓｕｅｓ ／ ２０２０ ／ ０４ ／ １４ ／ ｗｅｏ－ａｐｒｉｌ－２０２０，访问时间：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２８ 日。

注：２０２０ 年和 ２０２１ 年数据为预测值，经济总量按购买力平价换算。

（二）经济全球化进入新时代

经济全球化是一种全球经济相互依存度不断提升的进程。 它既受客观上的技术

因素影响，也受主观上的政策因素影响。① 从世界发展的客观规律来说，经济全球化

在根本上有赖于科技进步推动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中，每一次产

业技术革命都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巨大而深远的影响，都对国际政治经济发展格局带

来深刻变化。 当今时代，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作用更加重要，科技进步和创新

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更加突出。 经济全球化表面上是商品、服务、资本和信息

等在全球广泛流动，但在这种流动的背后，科技创新能力及其拥有者才是真正的主导

力量。 从这个意义上讲，只要人类社会的科技进步不停步，经济全球化就有继续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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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动力。 人类历史上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都源于技术驱动和技术进

步给世界各国加强相互联系提供的便利。

从政策方面来说，经济全球化进程面临很多约束条件。 在一个无政府状态的自

助体系中，世界各国既有利益的交汇点，也存在广泛的利益分歧和冲突。 这使得各

国的对外政策千差万别，在很多情况下不仅不能形成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合力，还会

造成彼此之间的相互隔离和对立。 冷战期间，由于东西方两大阵营相互对抗和敌

视，世界被割裂为相互对立的两个平行市场，经济全球化呈现出事实上的“半球化

（ｓｅｍｉ⁃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状态。 冷战结束后，东西方两个平行市场相互孤立的局面不复

存在，各国相互依存度大幅提升，经济全球化步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人类社会

也由此步入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时代。 但在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国

际贸易大幅下滑，国际投资活动萎缩，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不断涌现，很多外向型经

济体经济遭受沉重打击。 尤其是特朗普政府奉行“美国优先”原则，对外采取单边主

义和保护主义行动，在全球频频挑起贸易争端。 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的政策转向对经

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构成了巨大挑战，引导经济全球化顺利向前推进的多边经贸合

作和治理机制也因此经受巨大考验。 这使当前人类所处的经济全球化阶段呈现新

的历史特征。

一方面，由于政策约束加大，贸易和投资等衡量全球经济相互依存的传统领域的

发展动力难以为继，同时经济全球化也在新的维度拓展发展空间。 冷战后，国际贸易

和投资活动经历了 １９９８ 年亚洲金融风暴和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总体呈

现波动向下趋势（见图 ３）。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ＵＮＣＴＡＤ）数据显示，１９９５ 年全

球贸易额的增长率达到 １９．５％，２００３—２００８ 年年均增长率达 １６．５％，２００９ 年以来 １０

年的年均增长率仅为 ３％；１９９３—２０００ 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ＦＤＩ）额的年均增长率为

２８．２％， ２００４—２００７ 年 平 均 年 增 长 率 高 达 ３６． ４％， ２００８—２０１８ 年 年 均 增 长 率

为－１．５％。①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国际贸易与投资增长的低迷态势短期内将难以发生

根本改变。 这表明经济全球化并不是一种直线发展的进程，在一定时期和一定条件下

具有可逆性。 在一些国家的政策干扰下，经济全球化正步入崎岖路段，全球供应链、产

业链、服务链和价值链甚至面临“脱钩”风险。 但是，除了商品、服务以及人员、技术和

资本等生产要素的跨境流动，全球经济治理规则的普遍适用性和经济发展理念的联动

性也是衡量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变量。 在时间上，全球化从长时段来看的向前发展与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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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笔者根据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ＵＮＣＴＡＤ 数据库数据计算，ｈｔｔｐｓ： ／ ／ ｕｎｃｔａｄｓｔａｔ．ｕｎｃｔａｄ．ｏｒｇ ／ ｗｄｓ ／ ＲｅｐｏｒｔＦｏｌｄｅｒｓ ／ ｒｅｐｏｒｔ⁃
Ｆｏｌｄｅｒｓ．ａｓｐｘ，访问时间：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２７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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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内一些经济交往活动的减少并行不悖；在空间上，全球化涵盖的内容不断拓宽，理解

全球化的维度也逐步从经济要素拓展至经济规则和经济理念。 在此背景下，当今时代

国家之间围绕国际规则制定权的竞争与博弈更加激烈。

图 ３　 冷战后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年增长率 ５ 年移动平均值变化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ＵＮＣＴＡＤ 数据库数据计算，ｈｔｔｐｓ： ／ ／ ｕｎｃｔａｄｓｔａｔ．ｕｎｃｔａｄ．ｏｒｇ ／
ｗｄｓ ／ ＲｅｐｏｒｔＦｏｌｄｅｒｓ ／ ｒｅｐｏｒｔＦｏｌｄｅｒｓ．ａｓｐｘ，访问时间：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２７ 日。

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进程放缓带来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深刻转变，并对全球

经济治理体系提出了更高要求。 经济全球化是一柄“双刃剑”。 在全球分工格局形成

后，资本、劳动力和商品等在全球范围内向使用效率更高的国家或地区流动。 从总体

来看，经济全球化使资源配置从国家内部扩大到全球范围，能够提高资源配置的效

率。① 更为重要的是，经济全球化以国际分工和市场经济为基础，把经济活力、生产效

率和发展机会传导到世界各国，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世界经济的增长。 尽管经

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在客观上加剧了国际竞争和世界经济的不平衡，也引发了许多全

球性问题和挑战，但困扰世界的问题不能简单归咎于经济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

各种负面效应和深层次矛盾长期累积且未能得到有效解决，治理困境和赤字日益加

大，究其原因是由于现有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不能适应新的时代要求。 在全球性问题

面前，任何国家和地区都不可能独善其身，也不可能仅凭一己之力加以解决和应对。

正如中国领导人所倡导的，全球经济治理应该以平等为基础、以开放为导向、以合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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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宇燕、李增刚：《国际经济政治学》，第 ４１３—４１４ 页。



动力、以共享为目标。① 这些新的现实和要求为长期以来处于世界体系边缘的国家和

地区提升代表性和发言权创造了机遇。

（三）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进入新时代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飞速发展。 在 １９７８—２０１８ 年的 ４０ 年里，中国

经济的快速增长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实现了年均近 １０％的高速增长。 中

国成为世界经济的领航者，为世界经济的稳步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对外经济

交往方面，中国开拓了一条以开放促改革、以开放促发展的道路，并逐渐从世界贸

易体系中的边缘国家成长为世界贸易大国。 加入 ＷＴＯ 后，中国更加积极顺应全球

产业分工不断深化的大趋势，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大力发展对外

贸易并积极促进双向投资，开放型经济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并在新高度上重塑了中

国与世界的关系。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数据显示，１９７８ 年中国的货物贸易总额

约为 ２１０． ８６ 亿美元； ２００１ 年中国刚加入 ＷＴＯ 时，中国的货物贸易总额约为

５０９６．５１亿美元，仅为同期美国货物贸易额的 ２７％；２００７ 年中国货物出口额达到

１．２２万亿美元，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出口国；２０１３ 年中国货物贸易总额近

４．１６ 万亿美元，首次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② 在国际直接投资方

面，中国已成为全球最为重要的外商直接投资目的地和来源地。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

议数据显示，２０１３ 年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额达１２３９．１１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二大外

商直接投资目的地。③

得益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不断提升，同外部

世界的互动关系日益加强。 经济上的巨大发展成就更是奠定了中华民族复兴伟大梦

想的坚实基础。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习近平在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指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④但在一个“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必须建设持久和平、普

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这些基于中国和世界发展历史和现实

的认识赋予中国全新的历史使命，并进一步引导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深刻调整和变化。

·４１·

　 新时代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一项研究议程


①

②

③

④

习近平：《中国发展新起点 全球增长新蓝图———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载《人
民日报》，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４ 日。

笔者根据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ＵＮＣＴＡＤ 数据库数据计算，ｈｔｔｐｓ： ／ ／ ｕｎｃｔａｄｓｔａｔ．ｕｎｃｔａｄ．ｏｒｇ ／ ｗｄｓ ／ ＲｅｐｏｒｔＦｏｌｄｅｒｓ ／ ｒｅｐｏｒｔ⁃
Ｆｏｌｄｅｒｓ．ａｓｐｘ，访问时间：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２７ 日。

笔者根据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ＵＮＣＴＡＤ 数据库数据计算，ｈｔｔｐｓ： ／ ／ ｕｎｃｔａｄｓｔａｔ．ｕｎｃｔａｄ．ｏｒｇ ／ ｗｄｓ ／ ＲｅｐｏｒｔＦｏｌｄｅｒｓ ／ ｒｅｐｏｒｔ⁃
Ｆｏｌｄｅｒｓ．ａｓｐｘ，访问时间：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２７ 日。

《习近平总书记深情阐述“中国梦”》，载《光明日报》，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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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的历史时代，这些调整和变化集中反映在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及

其对中国和世界关系的进一步重塑上。 ２０１３ 年，习近平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

新时代中国与世界关系在更深层次上的发展提供了新的依托。①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习近平

在出席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 ６０ 周年纪念活动并发表重要

讲话强调，“中国将继续全面对外开放，推进同世界各国的互利合作，推动建设丝绸之

路经济带和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实现各国在发展机遇上的共创共享”。② 这表明，

在共创共享各国发展机遇方面，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已经成为一

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全球范围内积极支持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国

家和国际组织不断增加，各参与方政策的联动性和协同性不断提升，以中国为枢纽的

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网络不断扩展和完善。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中国已经同 １３８ 个国家

和 ３０ 个国际组织签署了 ２００ 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联合国大会和联合国安

理会等国际机构的重要决议也纳入了“一带一路”建设内容。 在机制建设上，“一带一

路”倡议既巩固和盘活了现有国际合作机制，又推动了机制创新。 一方面，“一带一

路”建设充分利用现有双边、区域和多边合作机制，加强了它们之间的联系和互动；另

一方面，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框架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ＡＩＩＢ）、丝路基金、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和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新的机制和平台相继创立，

有效弥补了现有国际合作机制的不足。 经过几年的探索和实践，“一带一路”从概念

到具体实践行动，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和产业合作等

重点领域的合作逐步深化，一批具有标志性的合作项目相继启动并顺利推进，走出了

一条不断向高质量发展转变之路。③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就是要推动全方位互联

互通，帮助有关国家打破发展瓶颈、破除互联互通的障碍，为落实联合国 ２０３０ 年可持

续发展议程、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不断创造新的条件。④ 国际社

会共建“一带一路”已经改变并将继续塑造中国与世界之间的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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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习近平：《弘扬人民友谊 共创美好未来———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的演讲》，载《人民日报》，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８
日；习近平：《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在印度尼西亚国会的演讲》，载《人民日报》，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４ 日。
习近平：《在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 ６０ 周年纪念活动上的讲话》，载《人民日

报》，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６ 日。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进展、贡献与展望》，载《人民日

报》，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２３ 日。
习近平：《齐心开创共建“一带一路”美好未来———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

主旨演讲》，载《人民日报》，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２７ 日。



三　 新时代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基本要素

２１ 世纪以来，如何构建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逐步成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关

注的热点话题，创建中国学派也成为很多中国学者的呼唤和诉求。① 在一些学者看

来，全球变革、中国实力快速提升同日益融入国际社会等新因素为建构中国国际关系

理论、创建中国学派创造了机遇。② 随着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和学术共同体的壮

大，学界对国际关系研究的问题、理论和方法等方面的思考日益多元，国际政治经济学

等国际关系学的分支也得到长足发展并逐步成长为独立学科。 这使得构建形成一致

共识的国际关系“中国学派”已几无可能。 但在那些关于“中国学派”的讨论中，学者

们日益强烈的学科发展本土化意识对思考新时代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具有十分

重要的启示意义。 新时代的中国与世界之“新”，最大的变量来自中国自身的发展。

基于中国与世界的现实变化以及学界对国际关系“中国学派”的长期探讨，新时代中

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必须挖掘中国经验的理论价值，立足中国视角、中国理念和中国案

例推动学术进步和学科发展，并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丰富和发展做出中国贡献。

（一）中国视角：新时代中国同世界关系的身份定位

新时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中国视角是指立足中国的国家身份定位审视世界政治

经济大势以及国际政治经济的互动关系。 中国视角的研究既可以是有意识的探索，也

可以是无意识的，但都会在一定程度上留下中国印迹，在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发展处

于本土化、专业化和国际化阶段的 ２１ 世纪更是如此。 ２００７ 年，中国学界首次推出了

一套系统反映中国人如何看待国际事务和国际关系的研究丛书，其中收录了约 ２００ 名

中国学者撰写的学术文章，全面展示了 ２１ 世纪以来中国学者的思想观点和中国学界

的代表性视角和流派。③ 那么中国人看世界有什么不同的视角呢？ 有学者进行了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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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上海交通大学等主办了以“建构中国理论，创建中国学派”为主题的国际关系理论研讨

会，一些与会专家呼吁创建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 参见郭树勇：《创建中国学派的呼吁———国际关系理论研

讨会综述》，载《现代国际关系》，２００５ 年第 ２ 期，第 ５９—６１ 页。
例如王义桅、倪世雄：《论比较国际关系学及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载《开放时代》，２００２ 年第 ５ 期，

第 １７—２３ 页；李义虎：《国际格局研究的现实主义取向和“中国学派”———国际关系学科整合研究之一》，载《国际

政治研究》，２００４ 年第 ２ 期，第 ２８—３６ 页；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与中国学派的生成》，载《中国社会

科学》，２００５ 年第 ３ 期，第 １６５—１７６ 页；俞正樑：《建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 创建中国学派》，载《上海交通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５ 年第 ４ 期，第 ５—８ 页。
该丛书由王缉思担任总主编，分《国际秩序卷》（秦亚青主编）、《国家利益卷》（王逸舟主编）、《大国战略

卷》（金灿荣主编）、《中国外交卷》（牛军主编）、《国际安全卷》 （阎学通主编）、《非传统安全卷》 （查道炯主编）、
《世界经济卷》（张宇燕主编）和《全球治理卷》（庞中英主编）八卷，由新世界出版社在 ２００７ 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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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的分析，认为中国的身份定位总体上可以用“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的国家”

“发展中国家”“迅速增长的国家”和“大国”来加以概括。① 同时，中国还是一个具有

悠久儒家文化传统的国家。 这些身份定位为当代中国学者立足中国看世界提供了基

本的出发点和立足点。 结合现有研究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属性，新时代中国的身

份定位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进入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 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

代表大会报告中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

展新的历史方位。”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并且是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是“资本社会主义” “国家资本主义” “新官僚资本主义”，也

不是改良主义、自由主义等其他什么主义。 这说明中国同西方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将

长期存在，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方面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基础之间的差异不可避免。

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首先“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

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

前景”。③ 一个处于强起来进程中的中国必定会带来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持续变化。

二是国民经济仍处于较快增长阶段的发展中大国。 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不断扩

大和各种外部因素的干扰和冲击，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有所下降，但在世界主要经济

体中中国仍保持了相对较高的经济增速。 这一趋势不仅没有因为 ２０２０ 年全球蔓延的

新冠肺炎疫情而发生逆转，相反还得到了强化。 根据 ＩＭＦ 报告预测，２０２０ 年中国经济

增速较世界经济增速高 ５．９ 个百分点，相比 ２０１９ 年扩大了 ２．７ 个百分点。④ 但是，中

国仍然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截至 ２０１９ 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不及全

球平均水平的 ９ 成，仅为发达经济体平均水平的 １ ／ ５ 左右。⑤ 当前，中国发展不平衡

不充分的问题还很突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任务还十分艰巨。 经济

总量很大、人均经济总量却处于中等水平的国情势必给中国对自身、世界各国对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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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张宇燕：《世界经济与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从十八大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载陈庆宗、张禹

东编：《华大讲堂（２０１２）》，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第 ２３３—２５４ 页。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

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版，第 １０ 页。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

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 １０ 页。
ＩＭＦ，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ｕｔｌｏｏｋ Ｕｐｄａｔｅ： Ａ Ｃｒｉｓｉｓ Ｌｉｋｅ Ｎｏ Ｏｔｈｅｒ， Ａｎ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Ｊｕｎｅ ２４，

２０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ｉｍｆ．ｏｒｇ ／ ｅｎ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ＷＥＯ ／ Ｉｓｓｕｅｓ ／ ２０２０ ／ ０６ ／ ２４ ／ ＷＥＯＵｐｄａｔｅＪｕｎｅ２０２０，访问时间：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２４ 日。
笔者根据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ＩＭＦ 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数据计算，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ｍｆ．ｏｒｇ ／ ｅｎ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ＷＥＯ ／

Ｉｓｓｕｅｓ ／ ２０１９ ／ １０ ／ ０１ ／ ｗｏｒｌ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ｏｕｔｌｏｏｋ－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９，访问时间：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２８ 日。



以及中国和世界对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带来多个不同侧面的认知。
三是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的国家。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

关键抉择，是中国经济长期保持快速增长的动力之源，也是新时代中国推动经济高质

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不断增强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的必由之路。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在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
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制度建设等方面全面推进改革，不断扩大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

成就，对中国和世界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 在新的历史时代，中国将更加注重改革

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并将经济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着力处理好

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同时，中国明确提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目标任务，并致力

于“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

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

势，以开放促改革”。① 对于新时代的中国来说，“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

时”。② 中国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同全球范围内此起彼伏的“逆全球

化”浪潮形成鲜明对比，引发了中外学者的广泛思考。
（二）中国理念：新时代中国同世界交融的价值取向

新时代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基础。 中国传统文化源

远流长、内涵丰富，是一种多元复合型文化。 其中，“和合”理念对当代中国人认识世

界和中国政府处理对外关系的影响重大。 在中国古代，许多思想家和哲学家对“和
合”理念都有深刻的阐述，将其作为个人、家庭、国家行事的基本原则以及“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的目标。 “协和万邦”“和衷共济”“四海一家”集中体现了中国优秀传统

文化中古圣先贤处理国家之间关系的智慧和胸怀，也塑造了一个爱好和平、强调合作

共赢的国家。③ “和”不否认世间万事万物之间的矛盾和差异，而是保持各自个性的和

谐共存、共同发展。 从现实来看，世界“和而不同”，因而要坚持“求同存异”、追求“求
同化异”。 在当代中国外交实践上，和合理念塑造了新时代中国“强调多元多边合作

的包容性外交、强调国际道义的结伴性外交、强调合作共赢的对接性外交、强调安全互

保的镶嵌性外交以及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共享性外交”。④ 从改革开放和长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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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载《求是》，２０１３ 年第 ２２ 期，第 ９ 页。
习近平：《关于〈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载《人民日报》，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协和万邦”出自《尚书·尧典》，意为各个邦族之间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分别出自《尚书·皋陶谟》

《国语·鲁语下》，意为同心协力克服困难、共渡难关；“四海一家”出自《荀子·议兵》，意为四海之内，犹如一家。
余潇枫、章雅荻：《和合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范式》，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９ 年第 ７ 期，第 ４９—

７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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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出发，中国提出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实践平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符合

中华民族历来秉持的天下大同理念以及中国人怀柔远人、和谐万邦的天下观。① 具体

来说，新时代中国处理同世界关系的主要理念包括四个方面。

一是正确义利观。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习近平在访问非洲期间阐述了正确义利观的基

本内涵：义，反映的是我们的一个理念，共产党人、社会主义国家的理念；利，就是要恪

守互利共赢原则，不搞我赢你输，要实现双赢。② 正确义利观体现了中国是维护世界

和平与国际正义的大国、发展中国家以及国际社会负责任成员等身份定位，辩证地处

理了道义和利益的关系，并实现了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和捍卫国家核心利益、共同富裕

与自身发展、人类共同利益与自身利益的辩证统一。③

二是亲诚惠容理念和真实亲诚理念。 为适应对外工作的新形势新任务，中国提出

并践行了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真实亲诚的对非工作方针。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习近

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我国周边外交的基本方针，就是坚持与邻为善、以

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④亲，就是友善、亲近、

认同；诚，就是诚心诚意；惠，就是互惠互利；容，就是倡导包容。 所谓“真实亲诚”，就

是对待非洲朋友，中国讲一个“真”字；开展对非合作，中国讲一个“实”字；加强中非友

好，中国讲一个“亲”字；解决合作中的问题，中国讲一个“诚”字。⑤ 在亲诚惠容理念和

真实亲诚理念的指引下，中国同周边和发展中国家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

三是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５ 日，习近平在中阿合作论坛第

六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谈到中阿共建“一带一路”时首次提出共商、共建、共享原

则。⑥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习近平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ＡＰＥＣ）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发表主旨

演讲时指出：“坚持多边主义，谋求共商共建共享，建立紧密伙伴关系，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是新形势下全球经济治理的必然趋势。”⑦共商共建共享倡导集思广益，各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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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习近平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 ５ 周年座谈会上强调 坚持对话协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交流互鉴

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造福人民》，载《人民日报》，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２８ 日。
王毅：《坚持正确义利观 积极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载《人民日报》，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０ 日。
秦亚青：《正确义利观：新时期中国外交的理念创新和实践原则》，载《求是》，２０１４ 年第 １２ 期，第 ５５—

５７ 页。
《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为我国发展争取良好周边环境》，载《人民日报》，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李新烽：《中非友谊的基石：真、实、亲、诚》，载《求是》，２０１３ 年第 ９ 期，第 ５２—５３ 页。
习近平：《弘扬丝路精神深化中阿合作———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载《人

民日报》，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６ 日。
习近平：《抓住世界经济转型机遇 谋求亚太更大发展———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演

讲》，载《人民日报》，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



所长、各尽所能，成果共享，充分体现了国际合作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以及国际关系民主

化的发展潮流，是新时代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基本原则和主张。
四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当今世界，一些国家抱守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的旧观

念，对外大肆推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导致全球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与信任

赤字日益加大，成为全人类面临的严峻挑战。 面对“世界怎么了？ 人类怎么办？”的时

代之问和当今世界面临的突出问题，中国领导人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命

题。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核心就是“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
清洁美丽的世界”。① 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就是世界各国人民基于“人类只有一个地

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而产生的安危与共、荣损相依、合作共赢、权责共担的总体意

识。 作为破解全球性治理难题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 ２１
世纪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发展的原创性贡献。②

（三）中国经验：新时代中国同世界互动的重大实践

国际政治经济学起源于西方，很多理论都是基于西方世界处理内部和对外关系的

理念和实践而形成和发展的，缺乏对非西方世界应有的关注，也较少从非西方世界视

角来认识世界，因而具有明显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 随着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
它们在现有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上升。 在此背景下，西方国际政治

经济学界长期以来的选择性忽视给人们全面认识国际政治经济现实带来的不利影响

日益凸显。 同时，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在走过引进和借鉴阶段之后，必须从非西方世

界尤其是中国案例中汲取养料以实现新跨越。 基于中国经验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既要

在实证研究中关注中国问题，又要在理论突破中考虑中国特质。③ 正如中国领导人所

指出的，“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

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

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④ 这说明中国经验对理论创新具有

不可估量的价值。 在中国经验中，当前已经发生并仍在持续的很多现象难以从西方国

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中找到合理的解释，很多问题还有待回答和探讨。 从国际政治经济

学视角看，有三个问题最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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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

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 ５８—５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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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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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２０１１ 年第 １ 期，第 ５９—７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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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现有国际体系下中国经济实力的快速提升。 以联合国体系为支撑的现有国

际政治经济体系是由西方发达经济体主导建立起来的，这意味着中国是作为现有国际

体系的融入者和国际制度的接受者来实现经济实力快速提升的。 由于国际制度的

“非中性”，国际制度的制定者往往会分享更大的“制度红利”。 在实行对外开放政策

尤其是加入 ＷＴＯ 后，中国加快了融入世界市场的进程，并成为全球最大的货物贸易

国和第二大经济体。 对此，一些西方学者认为，现有国际体系不能约束中国的“搭便

车”行为，中国正是利用这些漏洞实现了“经济扩张”；现有国际体系原本能够限制中

国实力的提升，而中国经济实力的快速提升恰恰证明了中国是规则的“破坏者”。 这

些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对中国国内因素缺乏应有的关注。 显然，现有国际体系下中国经

济实力的快速提升需要在理论上重新认识国家发展的国内因素与国际因素之间的联

系，中国对现有国际体系带来的影响也需要重新评估。

二是逆全球化浪潮中的中国高水平开放。 中国的成功经验并非世界经济发展史

中的孤例。 它既是践行现有开放理论的结果，又进一步夯实了开放理论的实践基础。

在新的历史时代，中国提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出了一系列高水平开放的重大

战略举措，并致力于打造中国开放的“２．０ 版”。 与一些国家为了追求狭隘的自身利益

大肆推行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政策不同，中国采取切实措施主动降低关税水平、扩大

进口贸易，对最不发达和低收入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为各国进入中国市场提供便利，

同世界分享中国开放的红利。① 即便在逆全球化浪潮中遇到前所未有的阻力，中国仍

展现出强大的决心推进更高水平开放，并从多个方面推进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转

型。② 中国为何要“逆势”推动更高水平的开放？ 这其中固然有历史经验与现有理论

的支撑，但当前中美两个大国在开放问题上存在的截然不同的态度和立场，足以引起

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界的思索。

三是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从理念、

愿景变成现实，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 无论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意义和内涵，还是

“一带一路”倡议的动机和影响，直到今天仍然是国内外理论界热议的话题。③ 尽管人

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识各不相同，但存在一个基本共识，即“一带一路”倡议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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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胡鞍钢、杨国良、鄢一龙：《对外开放“升级版”：中国机会与世界红利》，载《人民论坛·学术前沿》，２０１３
年第 １２ 期，第 ８６—９５ 页。

陈伟光：《全球化逆动与中国的应对：基于全球化和全球治理关系的思考》，载《教学与研究》，２０１７ 年第

４ 期，第 ７２—８２ 页。
Ｃｈｉｎａ Ｗａｔｃｈ， ｅｄ．，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ｉｅｗｓ ｏｎ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ｔｅｒ⁃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９．



论建构远远落后于“一带一路”建设的实践。 作为全球治理体系深度变革时期的重大

国际合作倡议，共建“一带一路”涉及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政府与市场关系、国家发

展和国际合作关系、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力关系以及一体化实践与一体化理论创新等核

心问题。① 在这些问题的探讨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实践必将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理

论工作者提供丰富的素材。

四　 新时代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核心问题

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国际体系中涌现了很多新现象和新问题，国际政治经济

学在解释和回应这些现象和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向前发展。 面对新时代的国际大变局，
由于议题领域的联动性加强，很多具体议题领域的研究都需要重新在体系层次寻找合

理的解释。 新时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核心问题是对百年以来不断变化的重大问

题进行回应。 与以往不同的是，当今中国已成为时代变局的最主要塑造者之一，并能

够以“局内者”的身份描述、审视和阐释这场大变局。 这为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

论创新提供了契机，也预示着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建设将迎来发展的黄金时期。 从中国视角来看，如何在中国迈向“强起来”的过程中

处理好中美大国关系、如何在声势浩大的逆全球化潮流中坚定不移地推进高水平开

放、如何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变革中重新定位国家与市场关系，都是当前必须面对的

重要问题。 这些问题既是新时代中国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也是倍受国际社会关注的

重大现实问题，迫切需要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者从理论上给出答案。
（一）国际力量格局演进中崛起国与守成国关系的再讨论

在讨论国际力量格局的演进中，中国实力的快速提升不是一个新的话题。 但是，
国际关系中的中国角色并非单向的，在中国与世界互动的过程中，世界可以改变中国，
中国也可以改变世界。② 同历史上的崛起国与守成国关系相比，考察当前中美关系不

可脱离两个基本的时代特征：一是核武器的存在使得主要大国之间爆发全面战争的可

能性很小，很难想象两个核大国爆发全面战争将给世界带来怎样的灾难性后果；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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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徐秀军：《“一带一路”建设实践的理论命题》，载《世界知识》，２０１９ 年第 ２０ 期，第 １６—１７ 页。 在国

内，张宇燕、王正毅等学者多次提到“‘一带一路’倡议本质上是一个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议题”；在国外，以
“‘一带一路’的政治经济学（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为题的学术论著和会议比

比皆是。
Ｋａｉ Ｈｅ ａｎｄ Ｈｕｉｙｕｎ Ｆｅｎｇ，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ｄｅｒ： Ａ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Ａｎａｌｙ⁃

ｓｉｓ，” ｉｎ Ｈｕｉｙｕｎ Ｆｅｎｇ ａｎｄ Ｋａｉ Ｈｅ， ｅｄｓ．， Ｃｈｉｎａ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ｄｅｒ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ｕｃｙｄｉｄｅｓｓ Ｔｒａｐ”， Ａｎｎ Ａｒｂｏ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ｃｈｉｇａｎ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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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作为大国竞争的重点领域同各种政治因素高度联动，很难剥离政治因素来讨论经

济问题。 这使传统国际关系理论中崛起国与守成国关系的讨论日益成为新时代国际

政治经济学不可回避的中心议题之一。

在 ２１ 世纪的前十年中，国内外学界已对中国实力的快速提升给予了足够关注。

在这一时期，学界主要讨论了中国如何深度融入世界以及如何通过各种国际制度实现

中国与西方世界的深度接轨。 在中国学界，中国的快速发展和发展的方式成为讨论的

重心，和平发展成为学术研究和国家政策的核心议题之一。① 在美国等西方学界，如

何看待中国实力提升逐步成为热议的问题。 总体来看，借助基于自由主义原则的制度

来“体系化”中国成为主流的应对药方。② 但也有学者已开始对中国实力的快速提升

表示担忧，并认为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在融入现有国际秩序时将会以自己的形象来塑

造它，西方体系、制度和价值将不再是未来世界的唯一选择，这将带来西方所主导的世

界的终结。③ 而美国进攻性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代表性人物约翰·米尔斯海默

（Ｊｏｈｎ Ｊ． Ｍｅａｒｓｈｅｉｍｅｒ）则坚信中国不可能成功融入现有国际秩序，并且中国实力的增

长必定会导致中美两国相互怀有敌意。④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西方国家经济遭受重大冲击。 其后两年，中国超越日本

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对美国的赶超也呈现出加速态势。 快速发展的中国对世界秩

序带来什么影响逐步成为学界、政界甚至商界广泛讨论的问题，一直延续至今。 与此

前不同的是，倾向于中美走向对抗的论调开始甚嚣尘上，甚至一些脱离实际的猜想不

仅在学界占有一席之地，还在很大程度上引领了国际舆论话语走向。 ２０１５ 年，美国中

国问题专家白邦瑞（Ｍｉｃｈａｅｌ Ｐｉｌｌｓｂｕｒｙ）在《百年马拉松———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超

级强国的秘密战略》一书中指出，中国拥有一个在 ２０４９ 年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霸主的

“秘密战略”。⑤ 这一论调迅速提升了美国乃至西方世界对中国的防范和警惕。 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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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郑必坚：《论中国和平崛起发展新道路》，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郑必坚编：《思考的

历程：关于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由来、根据、内涵和前景》，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版；黄仁伟：《中国和

平发展道路的历史选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版；徐崇温：《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重庆：重庆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
Ｇ． Ｊｏｈｎ Ｉｋｅｎｂｅｒｒｙ，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Ｏｒｄｅｒ ａｎｄ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Ａｍｂｉｔｉｏｎ： Ｅｓｓａｙｓ ｏ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

ｄｅｒ，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Ｐｏｌ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６； Ｇ． Ｊｏｈｎ Ｉｋｅｎｂｅｒｒｙ，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Ｃａｎ
ｔｈｅ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ｕｒｖｉｖ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Ｖｏｌ．８７， Ｎｏ．１， ２００８， ｐｐ．２３－３７．

Ｍａｒｔｉｎ Ｊａｃｑｕｅｓ， Ｗｈｅｎ Ｃｈｉｎａ Ｒｕｌｅｓ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Ｗｏｒｌ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ｉｒｔｈ ｏｆ ａ Ｎｅｗ
Ｇｌｏｂａｌ Ｏｒｄｅｒ，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ｅｎｇｕｉｎ， ２００９．

Ｊｏｈｎ Ｊ． Ｍｅａｒｓｈｅｉｍｅｒ， Ｔｈｅ Ｔｒａｇｅｄｙ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Ｐｏｗｅｒ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Ｗ． Ｗ． Ｎｏｒｔｏｎ， ２００１， ｐ．４．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Ｐｉｌｌｓｂｕｒｙ， Ｔｈｅ Ｈｕｎｄｒｅｄ⁃Ｙｅａｒ Ｍａｒａｔｈｏ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Ｓｅｃｒｅ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ｔｏ Ｒｅｐｌａｃ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ｓ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ｕｐｅｒｐｏｗｅｒ，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Ｈｅｎｒｙ Ｈｏｌｔ ａｎｄ Ｃｏ．， ２０１５， ｐｐ．１７７－１９６．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主任格雷厄姆·艾利森（Ｇｒａ⁃
ｈａｍ Ｔ． Ａｌｌｉｓｏｎ）从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关于雅典崛起引起斯巴达的恐惧并导致

战争不可避免的描述中进行推论：当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的实力差距缩小时最可能发

生战争，因此中美两国可能会陷入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① 由此引发了学界关于中

美是否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论战。
在中国学界，很多研究从当今时代特性和中国政治文化等角度对中美陷入“修昔

底德陷阱”提出了质疑，并给出了很多破解之道。② 美国学界也对是否存在“修昔底德

陷阱”不乏质疑之声。 美国国防大学学者安德鲁·诺沃（Ａｎｄｒｅｗ Ｒ． Ｎｏｖｏ）和杰伊·帕

克（Ｊａｙ Ｍ． Ｐａｒｋｅｒ）指出，尽管很多研究试图从修昔底德的著作中吸取教训并将其应用于

当今的国际政治，但少有研究检验过这些教训的有效性或挖掘修昔底德著作及其所处时

代的深层次背景。 一些热衷于使用“修昔底德陷阱”的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缺乏对修昔底

德著作的深入理解，无助于人们理解雅典和斯巴达之间冲突的特定原因、行为和结果，他
们只不过是洞察到当今时代所面临的挑战。③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波尔得分校学者陈思德

（Ｓｔｅｖｅ Ｃｈａｎ）也对“修昔底德陷阱”和权力转移理论提出了批评，并在研究过去国家和平相

处事例的基础上提出了很多可以减轻当前中美关系中摩擦的经验教训。④ 尽管一些学者

认为中美冲突并非不可避免，并且存在很多缓解双边紧张局势的新途径，但也注意到如下

现象：由于历史上的敌意、文化差异和意识形态上的深深隔阂，更是由于地缘政治竞争以及

与之密切相关的“安全困境”引发的担忧，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的紧张局势正在加剧。⑤

相比学界，美中两国政府之间对以美国和中国为代表的守成国与崛起国关系的定

位则更是凸显了彼此之间的差异。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美国政府发布的特朗普任期内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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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Ｇｒａｈａｍ Ｔ． Ａｌｌｉｓｏｎ， “Ｔｈｅ Ｔｈｕｃｙｄｉｄｅｓ Ｔｒａｐ： Ａｒｅ ｔｈｅ Ｕ． Ｓ．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Ｈｅａｄｅｄ ｆｏｒ Ｗａｒ？” Ｔｈｅ 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４， ２０１５； Ｇｒａｈａｍ Ｔ． Ａｌｌｉｓｏｎ， Ｄｅｓｔｉｎｅｄ ｆｏｒ Ｗａｒ： Ｃａ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Ｅｓｃａｐｅ Ｔｈｕｃｙｄｉｄｅｓｓ Ｔｒａｐ？
Ｂｏｓｔｏｎ： Ｈｏｕｇｈｔｏｎ Ｍｉｆｆｌｉｎ Ｈａｒｃｏｕｒｔ， ２０１７．

参见金灿荣：《中美关系与“修昔底德陷阱”》，载《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５ 年第 ３ 期，第
１３—１９ 页；彭成义：《被颠倒的“修昔底德陷阱”及其战略启示》，载《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５
年第 １ 期，第 １４—１９ 页；蔡翠红：《中美关系中的“修昔底德陷阱”话语》，载《国际问题研究》，２０１６ 年第 ３ 期，第
１３—３１ 页；吴志成、王慧婷：《“修昔底德陷阱”对中美关系发展的非适用性分析》，载《政治学研究》，２０１７ 年第 １
期，第 １５—２５ 页；任晓：《国际关系学的“去历史化”和“再历史化”———兼疑“修昔底德陷阱”》，载《世界经济与政

治》，２０１８ 年第 ７ 期，第 １４２—１５４ 页；肖河、蒙克：《“修昔底德陷阱”中的不对称竞争战略》，载《国际政治科学》，
２０１９ 年第 １ 期，第 １９—５２ 页。

Ａｎｄｒｅｗ Ｒ． Ｎｏｖｏ ａｎｄ Ｊａｙ Ｍ． Ｐａｒｋｅｒ， Ｒｅｓｔｏｒｉｎｇ Ｔｈｕｃｙｄｉｄｅｓ：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Ｆａｍｉｌｉａｒ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ａｎｄ Ｄｅｒｉｖｉｎｇ Ｎｅｗ
Ｏｎｅ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ａｍｂｒｉａ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２０．

Ｓｔｅｖｅ Ｃｈａｎ， Ｔｈｕｃｙｄｉｄｅｓｓ Ｔｒａｐ？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Ｉｎｑｕｉ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Ｓｉｎ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ｎ Ａｒｂｏ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ｃｈｉｇａｎ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２０．

Ｌｙｌｅ Ｊ． 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Ｈａｌｆｗａｙ： Ｈｏｗ ｔｏ Ｄｅｆｕｓｅ 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ＵＳ⁃Ｃｈｉｎａ Ｒｉｖａｌｒｙ，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Ｇｅｏｒｇｅｔｏｗ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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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中国“挑战了美国的权力、影响力和利益，并企图侵

蚀美国的安全与繁荣”。①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美国国防部发布新的《国防战略报告》，将中

国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ｏｒ）”和“修正主义国家（ ｒｅｖｉｓｉｏｎｉｓｔ ｐｏｗ⁃

ｅｒ）”。②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美国白宫发布《美国对华战略方针》称，为了应对中国在经济、价

值观和安全方面给美国带来的挑战，美国将通过“全政府方针（ｗｈｏｌｅ⁃ｏｆ⁃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ｐ⁃

ｐｒｏａｃｈ）”和回归“有原则的现实主义（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ｄ ｒｅａｌｉｓｍ）”保护美国利益、推进美国的影

响力。③ 在一些人看来，特朗普对华政策和行动是形式和领域已经发生改变的战争，“贸

易战”“科技战”“金融战”“货币战”等被描述为战争的国家间关系状况层出不穷。 为了

避免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中日益升级的大国竞争和对抗，中国则多次宣称，“中国发展不

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④

不管国际社会对中美关系持悲观态度还是乐观态度，也不管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

如何，当前中美关系已站在国际关系舞台中心成为不争的事实。 在中美关系的背后，

反映的是人们对国际权力转移的重新检视和对崛起国与守成国关系的重建认知。 在

不确定性日益增加的当今世界，甚至对权力概念本身也需要重新认识。⑤ 在新冠肺炎

疫情的冲击下，人们对这一问题的探索变得更为迫切。 一些最新的研究预测，新冠肺

炎疫情将不可避免地把美国推向衰落，疫情后的国际格局演进不仅不会发生逆转，还

会加速已有趋势，世界将朝着更具竞争性和全球化程度更低的方向发展，国家之间的

冲突将比合作更加常见。⑥ 但也有学者认为，在中美高度相互依赖的现实面前，两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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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Ｔｈｅ Ｗｈｉｔｅ Ｈｏｕｓ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Ｄｅ⁃
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ｇｏｖ ／ 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１７ ／ １２ ／ ＮＳＳ－Ｆｉｎａｌ－１２－１８－２０１７－０９０５．ｐｄｆ，访问

时间：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２０ 日。
Ｔｈｅ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２０１８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Ｓｈａｒｐ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ｓ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Ｅｄｇｅ，”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ｄｏｄ．ｄｅｆｅｎｓｅ．ｇｏｖ ／ Ｐｏｒｔａｌｓ ／ １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ｐｕｂｓ ／ ２０１８－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ｆｅｎｓ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Ｓｕｍｍａｒｙ．ｐｄｆ，访问时间：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２０ 日。

Ｔｈｅ Ｗｈｉｔｅ Ｈｏｕｓ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Ｍａｙ ２０， ２０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ｇｏｖ ／ 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２０ ／ ０５ ／ Ｕ．Ｓ．－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ｔｏ－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
Ｃｈｉｎａ－Ｒｅｐｏｒｔ－５．２４ｖ１．ｐｄｆ，访问时间：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６ 日。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

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 ５９ 页。
Ｐｅｔｅｒ Ｊ． Ｋａｔｚｅｎｓｔｅｉｎ ａｎｄ Ｌｕｃｉａ Ｓｅｙｂｅｒｔ， “Ｐｒｏｔｅａｎ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Ｕｎ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ｉｎ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Ｖｏｌ．６２， Ｎｏ．１， ２０１８， ｐｐ．８０－９３．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Ｈａａｓｓ， “Ｔｈｅ Ｐａｎｄｅｍｉｃ Ｗｉｌｌ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Ｒｅｓｈａｐｅ Ｉｔ，” Ａｐｒｉｌ ７， ２０２０， ｈｔ⁃

ｔｐｓ： ／ ／ ｗｗｗ．ｆｏｒｅｉｇｎａｆｆａｉｒｓ．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 ／ ２０２０－０４－０７ ／ ｐａｎｄｅｍｉｃ－ｗｉｌｌ－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ｒａｔｈｅｒ－ｒｅｓｈａｐｅ－
ｉｔ，访问时间：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２ 日；Ａａｒｏｎ Ｄａｖｉｄ Ｍｉｌｌｅｒ ａｎｄ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Ｓｏｋｏｌｓｋｙ，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ｅｗ Ｗｏｒｌｄ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 Ｒｅｔｒｅａｔ Ｆｒｏｍ Ｐｒｉｍａｃｙ，” Ｍａｙ ２１， ２０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ｃａｒｎｅｇｉｅ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ｏｒｇ ／ ２０２０ ／ ０５ ／ ２１ ／ 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ａｎｄ－
ｎｅｗ－ｗｏｒｌｄ－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ｒｅｔｒｅａｔ－ｆｒｏｍ－ｐｒｉｍａｃｙ－ｐｕｂ－８１８７６，访问时间：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２ 日。



关系更可能是一种合作式的竞争，成功的“巧竞争（ｓｍａｒｔ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战略需将竞争

和合作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① 总之，如何重塑崛起国与守成国关系、如何破除国强

必霸的历史逻辑等现实问题以及权力格局如何塑造世界经济、经济关系如何影响国际

政治等理论问题都值得深入探讨。 在探讨过程中，如何融入中国经验建构理论知识大

厦，正在考验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者的智慧。
（二）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开放与保护政策根源的再探索

国家加强对外经济交往、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动机不言而喻。 古今中外的理论家都

对国际交换以及以开放为基础的经济全球化能够促进全球发展和增进人类福祉进行

了充分论证。 很多研究表明，对外开放“能够通过促进分工的专业化、推动技术进步、
加快人力资源积累和体制机制创新，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最终实现经济的持续增

长”。② 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初创时期，国家对外经济政策就成为学界关注的主要议

题之一，并逐步形成了影响深远的两条研究路径：一是重点关注对外经济政策的国内

政治与社会基础；二是将国际力量和国内政治结构结合起来研究对外经济政策。③ 从

国际政治因素来分析贸易政策最受学界关注，相关研究为国内政治与国际经济之间的

关联性提供了丰富的案例支撑。 美国德鲁大学政治学教授菲利普·蒙多（Ｐｈｉｌｉｐ Ａ．
Ｍｕｎｄｏ）分析美国贸易政策时指出：在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中，贸易政策处于外交和内政

的交汇点，其重要性日益提高；贸易政策所经历的议程设置、方案选定和付诸实施三个

阶段都扎根于国内政策进程并对内政产生巨大影响。④

进入 ２１ 世纪，经济全球化仍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 这为人们探讨开放条件下

国内因素对国际经济交往的影响提供了新的土壤，并带来了注重经济开放程度与国内

政治、国际经济与国内行为体利益或政策偏好之间关联性的开放经济政治学（ＯＥＰ）
的迅速发展。 沿袭这一路径，美国哈佛大学学者迈克尔·希斯考克斯（Ｍｉｃｈａｅｌ Ｊ．
Ｈｉｓｃｏｘ）提出，理解对外经济政策中的内在根源，既要全面把握国内经济中不同群体的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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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ｓｅｐｈ Ｓ． Ｎｙｅ， “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Ｖｏｌ． ４３， Ｎｏ． １，
２０２０， ｐｐ．７－２１．

张宇燕、徐秀军：《坚持对外开放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载《光明日报》，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２９ 日。
Ｐｅｔｅｒ Ｊ． Ｋａｔｚｅｎｓｔｅｉｎ， ｅ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Ｐｌｅｎｔｙ：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ｏｆ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Ｓｔａｔｅ， Ｌｏｎｄｏ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Ｗｉｓｃｏｎｓｉｎ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８； Ｒｏｂｅｒｔ Ｏ． Ｋｅｏｈａｎｅ ａｎｄ Ｈｅｌｅｎ Ｖ． Ｍｉｌｎｅｒ， ｅｄ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６；邝梅：《对外经济政策的国内政

治影响因素———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载《当代财经》，２００９ 年第 １０ 期，第 １１—１５ 页；曲博：《国际力量、国内

政治与对外经济政策选择》，载《教学与研究》，２００７ 年第 １ 期，第 ７７—８３ 页。
Ｐｈｉｌｉｐ Ａ． Ｍｕｎｄｏ，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Ｔｈｅ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Ｕ． Ｓ． Ｔｒａｄ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Ｇｅｏｒｇｅｔｏｗ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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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偏好，又要确定特定政治制度将这些偏好汇聚到实际的政府决策中的方式。① 也

正是在此背景下，国际贸易的政治学、国际金融与货币的政治学、国际投资的政治学等

新的领域不断涌现，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得到大幅拓展。 受自由主义市场经济

理念的影响，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对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家开放政策的推崇由来已

久。 长期以来，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成为绝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有意识或无

意识的对外经济行为的结果。 与此同时，人们对国家对外经济政策中的保护倾向日益

关注。

２００８ 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给各国的对外经济政策带来冲击。 在面临各种突如

其来的金融和经济冲击时，国家的应对政策通常分为两类：一类是采取保护主义手段

限制进口，减少对国内市场和特定行业的冲击；另一类是进一步开放市场，通过增加出

口来改善国际收支。② 正因如此，这场危机加大了各国对外经济政策取向的分歧，且

其影响延续至今。 近年来，传统问题与新兴问题变乱交织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主要特征

之一，人类生存与发展面临的挑战将更加严峻，反全球化力量更加突出。 在贸易投资

领域，多边贸易体制陷入困境，国际经贸投资合作的障碍增加，摩擦和冲突频现；在货

币金融领域，影响市场稳定的不可控风险增加；在资源能源环境领域，气候变化、生态

失衡、环境污染和资源短缺等全球性问题日益增多；在发展领域，全球减贫、教育发展

与健康保障任务依然艰巨，发展不均衡、不平等将持续恶化，并导致部分国家社会动荡

和地区冲突。

２０１７ 年特朗普上台后，曾高举自由贸易大旗的美国与不断迈向更高水平开放的

中国在对外经济政策上的大相径庭越来越令世界瞩目。 近年来，美国退出了跨太平洋

伙伴关系协定（ＴＰＰ），搁置了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ＴＴＩＰ）和中美双边

投资协定（ＢＩＴ）谈判，并干扰 ＷＴＯ 上诉机构的正常运行。 一直以来，很多美国学者认

为，自由贸易协定有助于美国追求战术和战略上的各种商业和外交利益，包括支持地

方民主制度和推动经济改革进程、加强美国安全关系、加速区域范围内的商业自由化、

建立新的范例作为未来贸易谈判的基准以及推进美国的全球贸易政策议程。③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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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政策的迅速转向使经济全球化的未来发展趋势充满变数。 在可预见的未来，国际

社会的单边与多边、保护与开放、对抗与合作等两大力量之间的矛盾和较量还将继续，

并可能在一定条件下激化和加剧。 面对新的现实，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越来越难以对

很多新现象提供合理的解释。 这一情势在 ２１ 世纪初就有所显现，在近年来不断加强。

正因如此，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思考这一问题的紧迫性。

在新的历史时代，经济全球化的现实挑战与未来走向以及国家开放与保护政策的

根源越来越受到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者的关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已有学者开始关注

在权力衰退的情况下守成国的对外经济政策是否从自由转向保护的问题，①但一直未

成为研究的主流。 由于美国单极霸权的逐渐衰落，学界开始反思开放经济政治学在新

时代的局限性，并“试图重新找回体系结构、国家权力和理念冲突等因素对国际经济

关系的重要塑造作用”。② 在此过程中，问题导向型研究成为推动国际政治经济学发

展的新支撑，各种现象和问题背后的根源与动因更值得从更多元的层次加以分析和

挖掘。

在国家开放与保护政策的本源上，马克思主义理论仍具有很强的时代意义和现实

意义。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都是保护资本主义生产的一

种方式，都服从于特定的资本主义生产和生产关系，只是在特定的时期内，自由贸易或

保护贸易可以促进特定的资本主义生产”。③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国家利用自由贸易在

全球逐利和剥削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并对其后果进行了深刻的分析。 在谈到自由贸易

时，马克思指出：“保护关税制度在现今是保守的，而自由贸易制度却起着破坏的作

用。 自由贸易引起过去民族的瓦解，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对立达到了顶点。 总

而言之，自由贸易制度加速了社会革命。”④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核

心议题最终是要研究经济全球化与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际政治之间的结构性矛盾

和冲突及其管理和解决的途径。⑤ 如何应对以自由贸易为基础的经济全球化带来的

日益凸显的国家之间 ／国内不同群体之间发展不平衡和收入分化问题，如何化解全球

治理赤字和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是新时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亟待解决的现实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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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变革中国家与市场角色的再定位

在国际经济发展与合作中，政治与经济的相互作用主要表现为民族国家和世界市

场之间的相互作用。 如何阐释民族国家与世界市场的关系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最

根本的问题，也是国际政治经济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核心问题。 在早期的国际政治经

济学研究中，很多学者都致力于挖掘国家与市场的关联性。 斯特兰奇用“结构性权

力”概念系统地阐述了国家与市场之间的相互联系。 她认为，相比违背他人意志迫使

他人做某事的联系性权力，塑造和决定全球各种政治经济结构的结构性权力更为重

要。 结构性权力打破了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之间的界限，并由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

四个互不相同但互有联系的结构组成。① 罗伯特·吉尔平（Ｒｏｂｅｒｔ Ｇｉｌｐｉｎ）从国家与市

场的相互作用和国家的核心作用出发，推动了国际政治经济学国家主义理论的发展。

他认为，国家与市场在逻辑上的对立和冲突产生了贯穿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三个基本问

题：市场经济增长的政治经济根源及作用、经济变化与政治变化的关系、世界市场经济

对国内经济的重要意义。② 与此同时，一些学者开始致力于构建国家与市场互动关系

的理论，例如现实主义流派的霸权稳定论、自由主义流派的相互依存理论以及西方马

克思主义流派的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等。③ 这些理论的形成都基于两个事实：一

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市场中居主导地位；二是尽管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存在很多

问题，但在资源配置效率上仍占据相对优势。 如今，这些曾经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现实

前提已发生改变。

以冷战为界，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界对国际层次上的政府与市场关系组合的

两次“选择性忽视”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各种理论在新的历史时代的适用性：一是冷

战期间的“选择性忽视”。 这一时期，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美国中心”或“西方中

心”色彩浓郁，对作为两极体系之一的苏联阵营内部加盟共和国 ／同盟国之间的政治

经济关系以及苏联同世界关系的关注很少，更缺乏理论上的解释。 即使是国际关系的

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也主要关注世界体系中的美国或西方国家与其他处于美苏中间

地带的国家之间的关系。 二是冷战结束后的“选择性忽视”。 在美苏两大阵营的竞争

中，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苏联最后败给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美国，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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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终结。 计划与市场两种资源配置方式的交锋被一些人视为两种社会制度的优劣

比较。 面对美苏竞争的结果，西方国家曾普遍盛行社会主义悲观论，甚至认为资本主

义将成为人类历史的终结形态。① 在此后的 １０ 余年中，面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快速发

展，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界难以给出合理解释。 作为早期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继承

者，开放经济政治学也承认，中国实力的快速提升不仅给世界经济带来了巨大变化，也
对开放经济的政治学中有关国际市场力量和规模效益递增的假设提出了挑战。②

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之所以面临日益严峻的现实挑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

对影响民族国家与市场关系的国家层次内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现实变化关注不够。 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兴起以来，政府与市场关系在全球主要国家发生了深

刻调整和变化，并且这一变化还在继续。 在过去数十年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政府与市

场关系的调整中，中国突破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和传统计划经济理论固有缺陷的经济转

型所取得的成效最为显著。③ 从全球范围来看，政府与市场关系变化主要呈现两个特

点：一是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致力于构建“强化市场型政府（ｍａｒｋｅｔ⁃ａｕｇｍｅｎ⁃
ｔｉｎｇ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④政府为市场规则从而为市场的繁荣保驾护航，实现了从“强政

府—弱市场”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强政府—强市场”的市场经济体制的成功转变，并不

断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和完善；二是以美国和欧洲国家为代表的资本主

义国家逐步从“弱政府—强市场”的自由放任市场经济向市场力量遭到削弱的管制资

本主义（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转变。 在此过程中，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之间的竞争关

系变化随之表现为从计划经济与自由放任市场经济之间的竞争逐步转向日益完善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约束日益加大的管制资本主义之间的竞争。 这种转变也引发了

国际层次上国家与市场互动关系的深刻变化。
在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弱政府—强市场”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由于频

频发生的“市场失灵”而改变，自由市场受到的管制和约束不断增多，市场力量逐步弱

化。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 ８０ 年代初，英美政府极力推崇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以及反

对国家干预的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普遍推行在一定程度上克

服了凯恩斯主义的弊端，但同时也让西方国家饱受“市场失灵”的恶果。 正因如此，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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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以小政府、私有化与放松管制为特征的新自由主义制度越来越

难以反映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现实，作为市场对立面的各种管制不断增加并在全球扩

散。①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深刻暴露了新自由主义的弊端以及无法通过资本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解决的“结构性危机”。② 与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至 ７０ 年代中期西方国家的管

制资本主义不同，当前西方资本国家的经济管制已出现了畸形化的发展趋势。 除了应

对危机的各种宏观经济政策调节措施，近年来西方国家政府对管制权力的滥用既使正

常的市场运行受到严重干扰，也使以市场逻辑为基础的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在现

实面前苍白无力。③

在中国，自 １９９３ 年 １１ 月中国共产党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并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各项任务以来，对政府与市场关系，中央政府一直在根

据国内外形势和各种约束条件的变化确定新的定位。④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中国共产党十

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

“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

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⑤这说明，新时代中国发展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既要发挥市场作用，也要发挥政府作用，两者辩证统一。 习近平明确指

出：“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问题上，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

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

促进的格局，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⑥２０２０ 年 ５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

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这意味着中国对正确处理政府和

·１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Ｉａｎ Ａｙｒｅｓ ａｎｄ Ｊｏｈｎ Ｂｒａｉｔｈｗａｉｔ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ｖ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ｅｂａｔｅ，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２； Ｄａｖｉｄ Ｌｅｖｉ⁃Ｆａｕｒ，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Ｔｈｅ Ａｎｎａ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Ｖｏｌ．５９８， ２００５， ｐｐ．１２－３２； Ｊｏｈｎ Ｂｒａｉｔｈｗａｉｔ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Ｈｏｗ Ｉｔ Ｗｏｒｋｓ， Ｉｄｅａｓ ｆｏｒ Ｍａｋｉｎｇ Ｉｔ Ｗｏｒｋ Ｂｅｔｔｅｒ， Ｃｈｅｌｔｅｎｈａｍ： Ｅｄｗａｒｄ Ｅｌｇａｒ， ２００８．

Ｄａｖｉｄ Ｍ． Ｋｏｔｚ，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ａｎｄ Ｆａｌｌ ｏｆ Ｎｅｏｌｉｂｅｒ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ａ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５．

例如，很多西方国家以国家安全为由，加强了对国际经济活动的审查与管制，并且很多限制政策远远超

出安全防范范畴。
１９９７ 年 ９ 月，党的十五大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党

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党的十七大提出“从制度上

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党的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

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载《求是》，２０１３ 年第 ２２ 期，第 ４ 页。
习近平：《正确发挥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 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载《人民日报》，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８ 日。



市场关系进行了更加清晰的界定，并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确定为“更加尊重

市场经济一般规律，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市场资源的直接配置和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

接干预，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有效弥补市场

失灵”。① 在对外关系上，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为重新定位政府与市场关系提

供了实践平台，开启了政府开拓市场的探索。② 与以自由市场为基础的国际经济合作

不同，“一带一路”倡议是政府推动的市场行为，既坚持市场导向，又重视发挥政府引

导带动全球市场转型。 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来说，作为中国国内政府与市场

关系的延伸，“一带一路”倡议中民族国家与世界市场的新型关系构建无疑是一个重

要的突破口。

五　 结论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在这场大变局中，作为一支新兴力量，中国

经济社会发展以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国际社会的其他主要力

量此消彼长，正在经历深刻调整与变化；以各种力量对比为基础的国际政治格局和世

界经济体系也随之面临前所未有的调整与变革。 在中国深度融入世界的当今时代，中
国已成为影响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演进的最重要变量之一。 中国的实力提升从器物、货
币、制度、观念等多个层面对外产生了深远影响。③ 从这一意义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新时代也是当今世界的新时代。 对于新的历史时代不断演进并发生重大转变的

国际政治经济现实，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者必须从学理上进行回应。 与以前不同的

是，这次回应将改变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由来已久的对中国问题的选择性忽

视，从而更加聚焦中国发展与合作的实践经验。 这为基于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发展与创新提供了机遇。 正如很多中国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在中国实力快速提升和世

界秩序转型的关键时刻，正是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大显身手的时候，也是深化对中国

经济与全球经济之间关系研究、提出“中国议题”“中国命题”的最佳时机。④

从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到 ２００１ 年加入 ＷＴＯ，再到新时代的全面深化改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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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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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１１ 日）》，载《人民日

报》，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１９ 日。
黄琪轩、李晨阳：《大国市场开拓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模式比较及对“一带一路”的启示》，载《世界经

济与政治》，２０１６ 年第 ５ 期，第 １０３—１３０ 页。
冯维江：《中国崛起及其对世界的影响》，载《经济研究参考》，２０１５ 年第 ６３ 期，第 １０５—１０８ 页。
王勇：《国际政治经济学美英学派的论战———学术分野、国家地位与中国议题》，载《国际政治研究》，

２０１１ 年第 １ 期，第 １５１ 页。



　 ２０２０ 年第 ７ 期

放，中国经济发展与对外关系相应经历了几次重大转型。 作为多次经历转型的国家，
中国的实践经验本应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知识生产和学科发展的增长点。 但在过去数

十年中，出于对中国经验的研究是否具有知识普适性的担心，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学

者对中国经验的关注较为欠缺，远不及对欧洲和美国以及其他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经

验的关注，因此在国际政治经济学兴起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很多中国学者都不得不成

为西方知识的消费者。① 在 ２０１０ 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中国学界的学术

自信与学术自觉都有了很大幅度的提升，很多中国学者对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发展

历程和未来前景也因此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② 与此同时，在西方学界，关于构建非

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呼声也日渐强烈。③ 在此背景下，一大批立足中国视角、中国

理念或中国经验的研究成果不断面世。 尤其是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国内外学

界关于这一重大国际合作倡议以及在这一倡议框架下的国际合作实践和机制建设等

方面的研究更为突出。④

从现有的涉及中国问题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来看，它们都在深层次上涉及崛起

国与守成国关系、国家对外经济政策取向、国家与市场角色等推动当前国际政治经济

学发展的基本问题。 并与这些基本问题密切相关的很多现实问题都有待解答。 其中

三个涉及中国的问题值得重点关注：其一，实行非西方政治经济体制的中国为什么可

以在西方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中成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崛起国；其二，实力日益

强大的中国继续实行现有政治经济体制将如何影响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和规则；其三，
“强起来”的中国如何影响其他国家的国内政治经济。 在探索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国
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日益转向侧重于体系层面的思考与分析、日益外溢到与政治和经济

相关的安全议题，也更加需要进一步构建中国理论加以阐释。 长期以来讨论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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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正毅：《国际政治经济学通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版，第 ２５ 页。
宋国友：《基于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问题领域、理论突破和学科弥合》，载《世界经济与政

治》，２０１１ 年第 １ 期，第 ５９—７６ 页；本刊特约记者：《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进展与问题———田野教授访

谈》，载《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１６ 年第 １ 期，第 １４３—１６０ 页。
Ａｍｉｔａｖ Ａｃｈａｒｙａ， “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Ｉｎ 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Ｍｉｌｌｅｎｎｉｕｍ：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３９， Ｎｏ．３， ２０１１， ｐｐ．６１９－６３７；阿米塔夫·阿查亚：《全
球国际关系学与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两者是否兼容》，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５ 年第 ２ 期，第 １０—１５ 页。

参见冯维江：《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载《当代亚太》，２０１４ 年第 ６ 期，第 ７３—９８
页；邹磊：《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政治经济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李形主编，林宏宇译：《聚焦

“一带一路”倡议：以国际政治经济学为视角》，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９ 年版；Ｂｒｕｎｏ Ｍａçãｅｓ，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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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灵”和“政府失灵”问题，归根结底，反映着当前学界普遍存在的“知识失灵”问题。①

来自中国实践的理论启示或许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知识失灵”。 正因如此，新时

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发展需要系统梳理中国经验和挖掘中国经验可能推动的理论

创新。

中国经验的理论阐释是新时代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学术增长点，也是当代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点。 立足中国视角、中国理念和中国经验的国际政治经济

学研究既融入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并体现出中国特色，也融入和

继承了国外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积极成果并体现出普遍价值和意义。 作为亲历百年大

变局的中国学者，要以中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

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逐步形成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

特色和优势。 在学科体系上，要致力于探索中国本土化发展道路，不断推进支撑性的

子学科发展。 作为学科体系的重要支撑，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教材体系已有良好的

发展基础。② 但是，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很多子学科体系的完善和发展还存在较大

空间。 在学术体系上，要致力于解读中国实践，构建既有中国特色又有普遍意义的知

识体系。 当前，中国经验正处于国际学术前沿，能够为创造普遍性知识提供充分素材，

立足中国问题的研究者无疑能成为普适性知识的生产者。 在话语体系上，要致力于打

造易于国际传播的新概念、新范畴和新表述，讲好中国案例的深刻道理。

总之，新时代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和亟待探索的时代命

题。 这是新时代中国学者生产原创性知识的逻辑起点，也是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国际政

治经济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认识基础。 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要得到国

际学术界的了解和认同，主要取决于中国学者的国际学术话语权和解答当今世界重大

现实问题的原创性理论成果的影响力。

（截稿：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责任编辑：郭　 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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